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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缙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相关问题研究

谢贵安

  摘要:解缙奉命总裁二修本《明太祖实录》时,面临篡位伊始的永乐帝朱棣迫切需要清除建文初修本的影响、巩
固自己地位的复杂而险恶的政治环境,为应对此一局面,解缙理应拟定妥贴的修纂凡例和宗旨,尽量与当今皇上保

持一致,然而解缙内心深处对“据实直书”的执念和保留,使其本人及二修本实录皆未获得朱棣的完全信任。在《修
纂凡例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,解缙的《进实录表》以及早年为朱元璋施政所作的评价,成为逆向推知和考证其预修实

录时的修纂主题及其纲领的恰当文本。统领“百人之众”的总裁解缙,对馆中江西吉安府同乡的关注异于常人,在
文集中多有记载,从而对官方公布的二修人员名单提供了印证、修正和补漏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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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实录体史书修纂史上,江西吉安府吉水人解缙(1369-1415)是一个悲剧性人物。作为《明太祖实录》
第二次修纂的总裁,初膺大任,终遭猜忌,所修实录也遭抛弃。关于解缙二修实录之事,未见有专门研究之论

著①,只有吴士勇《<明太祖实录>的三次修纂》②和邓闳旸《解缙与<明太祖实录>三修本》③两文有所涉及,但
吴文只是对笔者《明实录研究》④相关内容的抄写⑤而已,邓文则主要是谈解缙案导致三修实录问题。故本文

之作,既为前人所未及,又超过旧作《明实录研究》之论述,有相应的学术价值。
一 解缙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时所遇险境与纂修始末

明太祖朱元璋崩逝后,继位的皇太孙朱允炆改元建文,是为建文帝。自建文元年(1399)正月一日下诏修

纂《明太祖实录》,至三年十二月一日该实录纂修完成。然而,次年六月发动“靖难之役”的朱棣,攻下首都南

京,而建文帝则不知所终。篡位伊始的朱棣,本有千头万绪的事务需要处理,却率先审读了初修本《明太祖实

录》,认为史官不顾是非,任其私见,导致遗漏和失实甚多,并在当年十月,也就是在他攻下南京的四个月之

后,任命解缙为总裁,开始改修建文本《太祖实录》。
接手永乐皇帝所付修改《明太祖实录》的任务时,总裁解缙便遇到了一个巨大麻烦。因为要修改的实录

是关于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史书,而且是永乐皇帝的死对头建文帝在任时所修。怎样做到既忠实于太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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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:谢贵安《明实录研究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,第122-130、466-468页。



的历史,又清除建文帝打下的烙印、令当今皇上满意,是摆在解缙面前的艰难选择。虽然他是个人尽皆知的

才子,但修史不是耍笔杆子和卖弄文采,既要遵循据实直书原则,又要遵照“三讳”(为尊者讳、为贤者讳、为亲

者讳)原则,处在“走钢丝”一样的高危困境。稍不留神,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解缙面临的正是这种复杂而危

险的局面。
清除建文帝在实录上的影响,就是要对初修本《明太祖实录》进行删改。所以,解缙主持的实录修纂,乃

是对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版本的第一次改修,也是第二次纂修(简称二修)。在永乐八年解缙获罪后,疑心

病很重的永乐帝于永乐九年又委任胡广担任总裁,进行了第二次改修,也就是第三次纂修(简称三修)。事实

证明,解缙二修实录,处在建文初修和胡广三修之间,属于过渡性的纂修。但是,当时的解缙并未想到二修本

最终会被否定。
朱棣篡改初修本实录的迫切愿望,令实际负责修纂的解缙深受压力。永乐帝在给二修时的两位监修李

景隆和茹瑺所下敕令中,指责“比者建文所修《实录》遗逸既多,兼有失实”,声称“朕鉴之,诚有歉焉”,要求史

臣“重加纂修,务在详备”,既要“仰答先朝宠遇之厚”,也要“副予惓惓之孝诚”①,给监修者们以心理压力。这

种压力,当然最终会传导至具体负责修纂的总裁解缙身上。次日,朱棣向全体纂修官员下达敕令,声称:“比
建文中,信用方孝孺等纂述《实录》,任其私见,或乖详略之宜,或昧是非之正,致甚美弗彰,神人共愤,蹈于显

戮,咸厥自贻。”②这已经是在威胁了,意思是如果你们修纂不力,也可能会像初修史官那样“蹈于显戮”。令

解缙和史臣们恐惧的,正是初修《太祖实录》的一些史臣,就因为直书“靖难”之事,惨遭横祸。如初修《太祖实

录》的纂修官叶惠仲,“以直书帝起兵事,族诛”③。
永乐帝的敕令已给二修实录定了基调。解缙要做的,就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改修实录,但同时也要顾及太

祖皇帝的历史事实。这的确是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。有鉴于此,解缙采用的方针,基本上是述而不作,尽量

不表达自己的思想,只管照史料取舍,遵皇上指示编纂:“承命惶悚,日睹圣明之事,手授传信之编,銮坡螭陛

之书,无庸黼黻,石室金縢之秘,不费讨论,但日食大官之膳,又时承异数之褒,虽尽力于期年,实无加于毫末

者也。”④反映出解缙等史臣不敢有丝毫的个人主张。他在《进实录表》中也表达过“惟务校雠之事,实无黼黻

之能”和“因文序次,莫抽(假)一辞之赞扬”⑤的态度。对于此次修实录,解缙同时认为是一个名随书传的机

会:“圣寿齐天,一经行世,幸附姓名于不朽,仰惟日月之长存。”⑥

朱棣对二修史臣们是恩威并施,在警告他们不要“蹈于显戮”后的次月,便对二修实录的史臣们进行升

擢,“升翰林院侍读解缙为本院侍读学士,侍讲胡靖(广)、编修黄淮、检讨胡俨皆侍读,修撰杨荣、编修杨士奇、
检讨金幼孜皆侍讲”⑦。书成前一个月,即永乐元年(1403)五月乙未,朱棣“以《太祖实录》将成,命礼部预定

赏格”,并将二修实录的赏格定得高于修《元史》升赏之例⑧。解缙等修纂人员则不敢懈怠,“臣缙总裁、臣某

等纂修,慎选多士,宴锡便蕃即开馆于禁中,屡翻阅于几暇”,可以说是抓紧时间编纂;并且利用各种史料充实

内容,“发兰台记注之书,而征以藩邸之副,抽金縢石室之秘,又考于世家之藏”⑨。永乐元年六月,在解缙率

领的史馆工作人员努力下,二修本《明太祖实录》修纂完毕,共为183卷,缮写成165册。为应对永乐帝改修

的迫切心情,故该实录前后只用了九个月时间。尽管解缙自称“历期年之久”췍췍췍,实际上不足一年时间。由于

成书仓促,实际上埋下解缙等人获罪的伏机。
不过,当时实录进呈场面则比较热闹。监修李景隆、总裁解缙率全体纂修官上表进呈《明太祖实录》,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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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


朱棣则用隆重仪式接受亡父的大典。前一天,设香案于奉天殿丹陛之中、表案于丹陛之东,设宝舆于奉天门。
进呈当天早晨,史官将实录捧置于宝舆之中,由“监修国史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等、总裁官翰林侍读学士解

缙等上表进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”①。进呈仪式完成后,当日便按所定赏格赏赐李景隆、解缙等86人,并在奉

天门设宴庆贺,命公侯伯、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国子监、应天府、太医院、钦天监堂上官作陪。
对于这些厚重的赏赐,解缙在事后的《谢恩表》中也有提及:“大(太)祖皇帝《宝》、《录》告成,蒙恩赐臣等白金、
彩弊(币)、衣服、鞍马,加赐筵宴”,“锡以天闲之驷马,颁之内帑之金帛,荣及众,足其用,锦服焜煌,照耀都城

之耳目,华筵沾醉,欢腾士庶之榆杨(揄扬)。臣缙等省己无劳,服膺莫报。”②当然,表中没来得及提到的,是
朝廷对修纂官员的集体性升擢。但很快,永乐帝便对史臣加官进爵。如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祭酒、
太常博士钱仲益等为翰林院修撰,等等。

然而,这表面上的热闹,并不能抹平专制皇帝多疑猜忌的心理。二修本书成,并未完全令永乐帝感到满

意和放心,最终导致监修李景隆和总裁解缙皆遭迫害。李景隆被夺去爵位,终身禁锢私第;解缙则先遭关押,
后惨遭杀害。虽然解缙遇害也与朱棣猜忌他私结太子有关,但是《解家谱》坚持认为解缙被杀,是因为被“诬
以私撰实录”③。尽管解缙在二修实录时,十分注意迎合帝意,但仍然不能完全达到永乐帝的要求。所谓“私
撰实录”,意思是说解缙在二修实录时,兜售“私货”,以行己意。解缙曾表达过“据事直书,永示万年之大

训”④的修纂原则,表现出他内心的某种坚持。也正因为如此,二修实录在遵旨诬饰上仍有所保留。永乐九

年十月,朱棣在下诏三修时特意指出:“(李)景隆等心术不正,又成于急促,未极精详。”⑤这其中当然包括总

裁解缙。如履薄冰的三修监修夏原吉、总裁胡广等,鉴前覆辙,不敢妄写一笔,完全“仰赖于圣断”⑥。直到朱

棣表示“庶几稍副朕意”后,《明太祖实录》的修纂才终于尘埃落定。
二 解缙总裁《明太祖实录》时的修纂主题和纲领

解缙面对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时险恶的政治环境,理应拟定一个妥贴的修纂纲领以作应对。依实录修纂

惯例,纂修前必须撰拟一个《修纂凡例》作为修纂的纲领,用以表达修史主题。然而,现今流传的台本与梁本

《明太祖实录》皆无《修纂凡例》,而《明太宗实录》以下实录多有之。这似可说明《明太祖实录》已为朱棣严密

控制,反复修改之后,已不敢将《修纂凡例》示人,或到后来根本没有“修纂凡例”可言。没有《修纂凡例》,就难

以直接获知解缙等人在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时的修纂主旨。好在解缙在该实录修成后,附书呈上了《进实录

表》,从该表中可以推知解缙等人修纂是书的部分凡例,窥见其修纂主题和纲领。
按明代修实录之例,书成进呈时都要同时呈上《进实录表》。表文一般由负责业务工作的总裁起草,如二

修本《明太祖实录》的《进实录表》就由解缙起草,《明太宗实录》《明仁宗实录》两朝同进之表文由总裁杨士奇

撰拟,《明孝宗实录》的表文则由总裁李东阳拟定,三表均收在三人各自的文集之中⑦。解缙的《进实录表》主
要有两个版本:其一是今台本(台北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本)《明太祖实录》卷首所附的表文,由监修

李景隆和解缙联合署名,其中罗列了各级主要修纂官员的名单和相应的职务;二是收在嘉靖四十一年重刻本

《解学士文集》中的表文,将修纂官员的名单、职务省略,甚至干脆将监修李景隆的署名删去。这样做,是符合

实际的。监修只负责政治监督,并不从事业务编纂,《进实录表》例由总裁撰拟,监修并不参与。
解缙的《进实录表》,是他对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工作的一个总结,同时也可以说是他预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

纲领性文件。这种思想一是凝结在《修纂凡例》中,一是凝结在《进实录表》中。解缙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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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版,第336-337页;李东阳《怀麓堂集》卷69《进孝宗皇帝实录表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50册,台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,第727-
728页。



《明太祖实录》纂修的。在今日《明太祖实录》之《修纂凡例》尽失的情况下,《进实录表》的价值显而易见。
首先,在表中,解缙道出《明太祖实录》的修纂主题“显亲尽孝”,就是要让太祖像历代圣君那样扬名万世,

并让永乐皇帝表达孝忱。他指出历代圣人都有史书以传名:“伏以圣人受命,启万世之鸿基,史氏纂书,示百

王之大法。是故尧、舜之事载于典谟,文、武之政布在方策,昭明日月,炳耀丹青,俾文献之足征,实古今之通

议。”修纂实录的目的,则是为了让太祖扬名,以尽今上之孝:“矧创业垂统,皆在于诒谋,而继志述事,敢忘于

纪载? 鼎彝有勤,圣哲相承,铺张极盛之闳休,扬厉无穷之伟绩,历述前闻之作,允为达孝之规。”①这几句话

说得有点委婉,直言之,将太祖事迹记述下来的目的是表达当今皇上的“达孝”。的确,在传统社会,为先帝行

孝的方式,就是为他扬名,即所谓显亲尽孝。解缙在后来所上的《谢恩表》中再次强调“孝莫先于显扬”:“伏以

史册光华,纪载圣神之实德,睿恩锡类,诞敷雨露之均恩。是知达孝爱其所亲,至仁不择所施。钦惟与天同

运,如日之升,至孝为天所相,而谓孝莫先于显扬;至仁为众所归,而谓仁莫大于尊亲。爰自君临大宝之初,即
下修史之诏,兢业万几之暇,不忘开卷之勤。”②显亲尽孝,成了二修《太祖实录》的基本目的和修纂主题。

其次,解缙在表文中对传主朱元璋的历史功绩一一列举。这些列举的事例,都是二修本实录记载的重

点。他颂扬“高皇帝应千年之景运,集群圣之大成。天命眷顾之隆,起徒步不阶于尺土,人心悦服之固,未三

年已定于京都”的起义成功过程,称赞太祖“华夏变(蛮)貊罔不率服”“山川鬼神莫不攸宁”的凝结各国、通灵

鬼神的能力和功业,颂扬太祖“英杰不期而会,遐迩不令而从。尽收当世之贤才,大拯生民于水火。群雄归

命,不戮一夫”的招贤纳才、救民水火的能力和仁心③,这些内容在二修本实录中有大量的叙述表达。表文中

“元主遁荒,礼遣其嗣”④的陈述,正是二修本实录中俘获元诸孙买的里八剌⑤并以礼遣返⑥的写照。至于表

中“中国先王之典,悉复其旧。传圣贤道学之统,守帝王心法之言。罢黜百氏,弥纶六经,范围化工,曲成万

物”⑦的陈述,是对二修本中朱元璋恢复汉族风俗、崇儒重道的大量史实的提示。表文中的有些表述,如“四
方幅员之广,亘古所无”,“天休兹至而兢业贯乎始终,诸福毕臻而谦抑纯乎表里”⑧等,属于虚美;而有些表述

则勾勒并突出了朱元璋与其他开国皇帝的区别,如“比于近古,邈焉罕俦。汉高年不登于中寿,光武运仅绍于

中兴,唐高祖因隋之资,宋太祖乘周之业,元世祖席累世之威,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”⑨等。虽然朱元璋与汉

高祖都属于白手起家,但汉高祖有福开国、无福享受,只当了7年皇帝、61岁即死去,与朱元璋在位30年、享
年71岁是无法相比的。其他几个开国皇帝的成功也各有所凭,与朱元璋空无依傍不可同日而语。

再次,解缙在表中列举了《太祖实录》的另一个记载对象即副传主马皇后(孝慈高皇后)的各种美德:“天
生圣善,克相肇基,侧徽德迈于嫔虞,开剑功超于胥[宇]。永协坤元之吉,夙开文定之祥,鸣鸠均众子之恩,螽
斯奄百男之应,保合承天之庆,简能造化之仁。”强调她辅佐太祖成功的功业和懿德,特别是对她“诞育圣躬”
的“功劳”反复强调,说“历考古之后妃,盖莫盛于周室,然挚任诞圣而无辅运之绩,邑姜辅运而无诞圣之祥”,
指出周室后妃或“诞圣”或“辅运”,二者不能兼得,而将二者相兼的则只有明代马皇后一人。马皇后的辅运之

功很突出,“若夫同起布衣,化家为国,调元翊运,参机赞谋,正位中宫,十有五年,慈训昭明,文德通理,家邦承

式,天下归仁”;当然其“诞圣”之劳也功不可没,“诞育圣躬,万世永赖。目(自)古以来未之有也”췍췍췍。解缙此

说,完全是在对朱棣出身作粉饰。朱棣是皇四子,封燕王,其生母本为碽妃而非马皇后。《罪惟录》明载:“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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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谢恩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53“洪武三年六月癸酉、乙亥、丁丑”,第1041、1042、1045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93“洪武七年九月丁丑”,第1621-1623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解缙《解学士文集十卷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


第四子棣生,母碽妃,皇后以为子,是为太宗文皇帝。”①解缙之所以这样处理,无疑是受永乐皇帝所画红线的

限制。于是,马皇后“诞育圣躬”便成为二修本《太祖实录》的核心指南。如实录公然声称:“皇第四子生,即今

上皇帝,孝慈皇后出也。”②

其实,解缙对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修纂主题之预设,可以远溯至太祖朱元璋在世的时候。解缙曾应明太

祖朱元璋的要求,对朱元璋自己的施政情况进行过分析。这个分析,就成为解缙后来主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时的

指导性纲领之一。据载,解缙中进士后,“皇祖亲加简拔”,选他为庶吉士,“读中秘书,日侍左右,特被宠眷”。
一日,同处大庖西室时,太祖对他说:“尔缙试举今日施政所宜,直述以闻。”解缙便草拟以进,其略曰:

  陛下得国之正,非唐宋所及,取天下于群盗,救生民于涂炭,命将出师,皆受箴筭,不假良、平,不倚

信、布。女宠、外戚、寺人、藩镇之患,消融底定。不迩声色,不殖货利,不为游畋,又远过汉唐宋之君,而
无愧三代成王矣!③

此言虽然是歌功颂德,但也道出了朱元璋政治统治的某些特点,成为解缙在《明太祖实录》修纂时贯彻的

指导性纲领。下面试作分析。
其一,“得国之正”的正统观念,在实录修纂中得到完满的执行。一般王朝更替后,都会出现后朝否定前

朝的现象,但朱元璋则显得与众不同,并不直接否定元朝的正统,而坚称自己“得国之正”,即不是从元朝手中

抢得天下,而是从“群雄之手”夺取政权,认为“群雄”(即解缙所说的“群盗”)推翻元朝,自己取代“群雄”,并声

称明朝是承继元朝之正统。于是,解缙投其所好,将此作为修纂凡例,在《明太祖实录》中选择符合这一观念

的史料④。
其二,基于“命将出师,皆受箴筭,不假(张)良、(陈)平,不倚(韩)信、(英)布”的定调,《明太祖实录》将朱

元璋塑造成冠绝群臣的英明之主,特别是将他写成智慧超过他所谓的“孤之子房”的刘基⑤。
其三,由于“女宠、外戚、寺人、藩镇之患,消融底定”的基调,解缙在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中将朱元璋关于

“后妃虽母仪天下,然不可使预政事。至于嫔嫱之属,不过备执事侍巾栉。若宠之太过,则骄恣犯分,上下失

序。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,鲜有不为祸乱者也。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,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,其他未有

不为所惑者”⑥的一大段话写入其中,对处死驸马都尉司马伦一事予以公然记载⑦,还突出了朱元璋“定宦官

禁令”⑧一事。
其四,“不迩声色,不殖货利,不为游畋”的定调,则为实录将朱元璋写成不近女色、不贪财富、不事游玩的

形象提供了修纂指南。如为了贯彻“不贪财富”的主题,实录特地选择了朱元璋却蕲州所进竹簟⑨、却海贾回

回所进番香蔷薇露췍췍췍等史实予以表彰。虽然解缙将“不迩声色”的定性施诸实录的修纂之中,但朱元璋嫔妃

众多,子女成群,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的事实,使解缙等人对太祖“不近女色”的粉饰不攻自破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在为朱元璋死后作总结时,所写赞语的基调便来自于早年解缙对朱元璋生前施政的归纳

和评价。比如:“元政陵夷,豪杰并起,大者窃据称尊,小者连数城邑,皆恣为残虐,糜弊生民,天下大乱极矣。
上在民间,闵焉伤之,已而为众所推戴,拒之益来,乃不得已起义,即条法令,明约束,务以安辑为事,故所至抚

定,民咸按堵,不十余年间荡涤群雄,戡定祸乱,平一天下,建混一之功。”췍췍췍是对早年解缙归纳的太祖“得国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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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帝纪卷1《太祖高皇帝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,第10页。更详细的考证,参见:潘柽章《国史考异》卷4《让皇帝》,《续修

四库全书》第45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59-60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8“庚子年四月癸酉”,第94页。
以上引文,皆源自解缙《解学士文集》卷10《皇明阁学记》,第748页。
参见:谢贵安《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》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94年第1期,第88-92页。
参见:谢贵安、谢盛《试析<明实录>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》,《学术研究》2013年第5期,第101-110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31“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”,第535页。
可参看《明太祖实录》(卷253“洪武三十年六月己酉”)第3659页的记载:“驸马都尉欧阳伦坐贬(贩)私茶,事觉,赐死。”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4“洪武五年六月丙子”,第1355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31“洪武元年四月辛丑”,第541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9“洪武六年二月庚辰”,第1440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257“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”,第3718页。



正”的阐释;“斥侈靡,绝游幸,却异味,罢膳乐,泊然无所好,敦行俭朴,以身为天下先”①,是对早年解缙归纳

的太祖“不迩声色,不殖货利,不为游畋”的铺陈;“谨宫壸之政,严宦寺之防,杜外戚之谒,而家法尤正,纪纲法

度彰彰明备”②,是对早年解缙归纳的“女宠、外戚、寺人、藩镇之患,消融底定”的铺叙。虽然我们用以印证的

史料来自三修本《明太祖实录》,但是三修只是针对二修遗漏的敏感问题进行修改,二修时的基本面貌仍然得

到保存。
将解缙的《进实录表》以及其对朱元璋生前所作的评价联系起来,似可窥见其缺失的《修纂凡例》本应表

达的主题和纲领,这是研究二修实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三 解缙对二修作者的印证、修正和补遗

解缙在二修实录的修纂人员中是领导核心和灵魂人物。虽然朝廷给他配备了监修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

隆和副监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,负责政治监督,但修纂主题的确立、修纂凡例(大纲)的拟定、人
员的分配、工作进程的掌握、文字的删润等业务事宜,都由他来负责。作为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总裁,下辖百

人之众,又如此之繁忙,不可能对每个修纂人员都了如指掌和倾注关心,但是乡谊观念浓厚的他,对来自吉安

府吉水县的老乡则给予了特别的关注。这些人中,有些已被官史失载,但却在解缙的私人文集中得到详细的

描述。
迄今所知,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首发阵容,在署名为李景隆和解缙的《进实录表》中有比较详细的名单③。

该表进献时间为永乐元年六月十五日。虽然是书成时所呈之名单,却是首发之阵容。关于二修《太祖实录》
的人员,黄佐《翰林记》、廖道南《殿阁词林记》、周应宾《旧京词林记》等书均有记载,与上表基本相同,只是补

充了部分修成时的人员名单。此外,书成后,朝廷对修纂者进行了升擢,升擢名单反映了后期修纂者的情

况。④

根据以上记载和其他史料,笔者在《明实录研究》中对二修人员作过统计,现列表展示如下:

  监修:李景隆(小字九江),太子太师曹国公;副监修:茹瑺,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。总裁:解缙

(大绅),翰林侍读学士。纂修官:王景(景彰),翰林学士;李至刚(名刚),礼部尚书;胡靖(原名广,字光

大)、曾日章、王灌,翰林侍读;胡俨(若思),翰林待读;邹缉(仲熙),翰林侍讲兼左春坊左庶子;杨荣(勉
仁)、金幼孜(名善)、杨士奇(名寓),翰林侍讲;李贯、吴溥(德润),翰林修撰;杨溥(弘济)、郑好义,翰林编

修;王洪(希范),翰林检讨;张伯颖、王汝玉(名璲),翰林五经博士;沈度(民则)、潘畿,翰林院典籍;王延

龄,翰林院待诏;朱纮,给事;徐旭,吏部郎中;胡远,礼部郎中;端孝思,户部主事;陆颙,主事;钱仲益,太
常博士;金玉铉,国子博士;王达,助教;蒋骥(良夫),行人;刘辰(伯静),镇江知府;邹济(汝舟),平度知

州;王褒(中美),永丰知县;杨觏,知县;梁潜(用之),阳春知县;赵季通(师道),尤溪知县;沈瑜、唐云,知
县;刘宗平、解荣,教谕;罗师程、傅贵清,训导;苏伯厚,晋府伴读;张显,靖江王府教授;吴勤,楚府教授;
吴节,编修;李烨,广东按察司佥事;叶砥,佥事;端礼、杨孟力、朱逢吉、莫士安,儒士;钟子成、陈彝训、刘
谦、沈文、梁逢吉、叶蕃、沈绍先、华嵩、乔岳、卫浩、郑中、余从善、陈俊良,监生;金寔、汪锜,生员;萧用道,
靖江王府右长史。⑤

上述二修《太祖实录》的人员,据不完全统计,共有70人(以下简称“70人名单”)。但是,解缙的《进实录

表》称,二修时共有“百人之众”⑥;而朝廷在书成赐宴时亦宣称,修纂人员有86人⑦。在这些修纂人员中,王
景、杨士奇、李贯、端孝思、吴勤、吴溥、杨溥、杨荣还是建文朝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时的修纂者。他们是两种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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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太宗实录》卷21“永乐元年六月丙寅”,第389-39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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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缙《解学士文集》卷1《进实录表》,第440页。
《明太宗实录》卷21“永乐元年六月辛酉”,第388页。



本衔接的桥梁式人物。
解缙除了在《进实录表》中公开宣布修纂人员名单外,还在其个人著作《解学士文集》中提供了部分参与

《明太祖实录》修纂的人员之信息,这些人主要是因为与他同乡的关系而受到关注。他提供的这些人员信息,
可与上述70人名单相印证,甚至可作校异和补缺。

第一,印证。解缙在其文集中提到的二修实录的人员,可与上述70人名单相印证。名单中,有一位监生

刘谦担任纂修官,由于位卑人微,其事迹人们所知甚少。解缙在其文集中,竟然提到了这位刘谦。因为同是

江西吉水人,所以解缙对他比较关注。刘谦是处士刘本立(字子源)的孙子,与解缙同乡。早年刘本立曾指着

刘谦对解缙说,将来扬名立家就靠此孙。刘谦“以后升国学,与修《大祖高皇帝实录》,令为中书舍人”①。70
人名单中,还有一位楚府教授吴勤,是江西永新人,与解缙同为吉安府的老乡,因此也受到解缙的关注。解缙

在文集中记述道:洪武九年,解缙父亲的朋友胡延平死于任所。作为胡延平的妻兄,吴勤来协助办理丧葬事

务。当时年少的解缙跟着父亲一起,在胡家第一次看到吴勤,“见其英迈不辟,甚敬服之”。洪武二十年,解缙

“始及拜先生于家,得闻余论,慊其平生”。此后又过了十余年,解缙“得先生于史馆”。在修纂《太祖实录》的
史馆,一见到故人吴勤,解缙就联想到已故的父亲,颇为伤怀。每当吴勤“授教”时,解缙都“咸为之兴感”,而
吴勤“亦念其故人之子,愈加爱厚”。不久,实录修成,吴勤蒙恩外调,死在任所。解缙“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

书,大篇短章,词藻溢目,老成忠厚之情,及引教之意,不觉其感怆之至也!”所以,他“欲为先生述传”,在吴勤

外甥胡光大所撰行状基础上,撰成了墓志铭。这时,解缙才对吴勤有了全面的了解。吴勤“幼敏悟,初学语时

能识钱上字,人皆异之。十七八为文章,词藻天发”。洪武初,征天下名儒,吴勤应试,获中书堂第一名,授武

昌府学教授。“永乐元年,与修《大祖实录》,特除开封儒学教授”。永乐三年二月卒,享年76岁。解缙称吴勤

不仅学问渊博,而且“尤善行楷书”,“在史馆时七十余矣,运笔如飞,馆中能书者数百人,啧口称叹”。② 可以

说,吴勤的书法之长在修纂实录时得到尽情的发挥。70人名单中,还有一位吏部郎中徐旭,任实录纂修官。
解缙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《国子祭酒徐公》,对他作了全面的介绍。徐旭,字孟昭,是江西饶州府乐平人,
做过吏部考功司官员,“综核名实”,“殿最严甚”,“棘棘不阿人”,找他说情官员“视其面,莫敢发口干以私者”。
这种性格刚正之人担任实录纂修官,往往会偏向据实直书。对于他入馆修史过程,解缙叙述是“圣上即位,擢
公郎中,与修《实录》成,擢朝列大夫、国子祭酒”。解缙还叙述道:“予尝与修《太录》,及纂书禁中,又见公之学

问文章,过于其所设施者甚远,而考功之名迹又但其毫芒也。”解缙在与徐旭同修实录过程中,发现徐旭在实

录修纂时展现出的学问,比他在任考功司郎中表现出的刚正更加突显。徐旭于永乐四年去世。③ 除了印证

二修实录人员外,解缙文集还印证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人员。
第二,校正。70人名单中的名字可能会有写错的情况,用解缙文集可以校正其中的错误。如二修名单

中有“端孝思”,为户部主事,入史馆担任实录的纂修官。然而,解缙在《送端木武库归溧阳序》中则明确称此

人为“端木孝思”,是复姓。永乐皇帝“临大宝之初,雅知端木公孝思名”,当时端木孝思出使朝鲜,“及还,与修

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,书成,受褒赏,升擢武库员外郎,偕奉训大夫。”解缙对这位年长的同僚兼下属也颇有好

感:“缙以晚生,识公于洪武时,但知慕公之书,及见公之议论也,退而问于伯机先生,未尝不洒然自失也。由

是辱公不鄙,敬之重之。后与同在史馆,同直文渊阁,早夜切磨,未尝不自为之深慰也。”④所谓同在史馆,就
是共同修纂实录,两人之间有过交集,一起切磋问题。端姓来自端木复姓,皆为孔子弟子端木赐之后。但孝

思究竟是单姓还是复姓,就应该辨明是非。解缙作为孝思的直接上级,他称孝思的姓是复姓“端木”,就为端

孝思之名提供了另一种写法。虽然《明太祖实录》《明太宗实录》(二本皆为清代明史馆抄本)等书称其为单

姓,作“端孝思”,但与孝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且同在史馆中的人,多称其为“端木孝思”。除解缙外,金幼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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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文靖集》卷4《赠端木孝思使朝鲜》①、金寔《觉非斋文集》卷28《书翠云山房卷后》(明成化元年唐瑜刻本)②

均称孝思为“端木孝思”。2014年初,有记者在端木孝思的家乡江苏溧水发现了端木孝思之父的墓碑,碑名

曰“明故先祖考刑部尚书端木公以善府君之墓”③。由此可证“端孝思”必为“端木孝思”,解缙文集所记无误。
第三,补遗。70人名单并非二修人员的全部,据解缙《进实录表》称修纂者有“百人之众”,故名单还有不

少遗漏。解缙文集中的记载可以作某种程度上的弥补。在《故元邵武路同知萧公》的墓志铭中,解缙称自己

对吉水人萧寅(字克钦)的事迹曾听先父说过,“欲为传其事”,巧的是“今子翰林检讨引高与予同修《太祖高皇

帝实录》”;而萧引高听说总裁打算为己父写传,“感泣,奉状请铭”,解缙当然“不敢辞也”④。这里提到的萧引

高,是萧寅的儿子,在永乐初做过翰林院检讨,是二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人员之一。但萧引高在70人名单中漏

载,解缙则提供了关于他同修实录的确切证据,可补名单之缺。解缙在文集中还讲述过廖钦(字敬先)修纂实

录的事迹:“予友廖君敬先,奉诏起修《大祖高皇帝实录》,既至而事毕,上曰:‘是老儒,即以为翰林检讨。’”⑤

廖钦名义上是二修实录的人员,但70人名单中却只字未提。因为等到他到史馆就任时,实录已经修毕。
与《进实录表》这种官样文章相比,解缙在其私人文集中对上述二修实录修纂人员的记载充满了感情,也

描绘得生动多姿。这些印证、修正和补充的二修人员,除了端木孝思是南京溧水人外,其他的全是解缙的江

西老乡,其中徐旭是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人,剩下的都是江西吉安府老乡,如吴勤是吉安府永新县人,而刘谦和

萧引高两位则是吉安府吉水县人,与解缙是更为亲密的“小同乡”。顺带说一下,解缙还为初修《太祖实录》的
人员王艮写过墓表,称他为“予友翰林修撰王君钦止,讳艮”,“预修《高庙实录》、《总集类要》,祁寒盛暑,终日

不怠”⑥。王艮在“燕兵薄京城”时,誓不投降,“饮鸩死”⑦。解缙特写王艮,是因为王艮也是吉水人。正因为

他们都是江西人,特别是吉安府吉水人,才获得总裁在私人著述中予以特记的殊荣。由此看来,解缙是位极

重乡谊之人。
四 结语

《明太祖实录》作为记载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官修专史,是洪武朝历史的史料基础,地位非常重要;解
缙作为明初著名才子,口碑远播,深入人心,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智慧人物。然而,《明太祖实录》历经三修,
聚讼纷纭;解缙才高八斗、深受隆恩,却下场悲惨,死于非命。无论是《太祖实录》,还是才子解缙,都会引发学

者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。本文将二者结合,对解缙总裁二修本《明太祖实录》时所处险恶之政治环境及修纂

过程进行重新探讨;在《修纂凡例》荡然无存的情况下,用解缙的《进实录表》逆向推测和考证他预修实录时的

修纂纲领和主题,并用他早年对朱元璋施政分析为文本,证明它对实录修纂也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;更用

人们较少留意的解缙文集中的史料,对二修《太祖实录》的人员进行印证、修正和补漏,对丰富和充实中国实

录体史学或不无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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